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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導入數位學習之創新擴散通用模型與 

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的多層次分析 
 

摘要 

本研究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為個體層級之理論基礎，擴展組織層級理論的

創新擴散通用模型，運用兩大學理基礎及根據以往的研究理論和文獻，發展出一

個「創新擴散通用模型與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的多層次模型」。採用問卷調查方式

進行施測，正式問卷每家組織選取 1 名主管和 30 位員工進行配對，有效配對回收

問卷主管 33 份、員工 860 份，進行多層次線性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 組織層級

的科技創新特性、環境開放特性會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產生正向直接影響，且亦

對行為意願存在中介效果。2. 在個體層級方面，績效期望、努力期望與群體影響

對行為意願皆具有正向直接影響。3.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的調節效果，將強化努力

期望對個人行為意願之影響。 

關鍵詞：數位學習、創新擴散通用模型、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多層次線性

模式。 
 

壹、 前言 

數位學習已成為組織進行教育訓練的趨勢，匯聚國內產業發展共識，並提升

臺灣競爭力，因此組織導入數位學習之探討是值得關注之議題。近年來大型公司

和軍方已開始花費數百萬美元的年度成本，將數位學習導入於傳統的訓練課程計

劃中(Salas, DeRouin, and Littrell, 2005)。ASTD(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統計預估，組織花費近 400 億美元進行每年的電子學習和其他技術為

基礎的訓練活動，但其學習成效比三年前增加了一倍以上(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2004; 2007)。以教育訓練角度來看，組織是由眾多的個

體所組成，組織無法學習，因此仍是需要透過個人學習再經由團隊的學習，最終

才達成組織學習的概念。透過知識保存、累積，創造出屬於組織的資料庫(廖珮妏，

2009)。從2008年數位學習白皮書中，亦提到數位學習將新興科技應用於學習之中，

以厚植產業實力，皆獲得不錯成果(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6)。 

鑑於此一趨勢，組織使用數位學習進行教育訓練之方法，已變得更加重要。

數位學習已成為企業實施教育訓練與知識傳承的重要工具，以培養員工個人能力，

並提升組織競爭力。使用者接受企業數位學習系統是實現數位學習系統成功的第

一步，加上個體是鑲嵌於組織中，不同的組織因素亦可造成個體使用者之行為差



異。因此數位學習實施應涵蓋兩個層面，組織層級與員工個體層級均影響員工的

接受程度。綜上所述，本研究產生以下三大動機： 

一、 使用者接受企業數位學習系統是實現數位學習系統成功的第一步，因此瞭解

影響個體使用者數位學習行為意願的因素，則可以作為企業導入數位學習時的重

要參考 

資策會 2009 年的調查已得知，國內已有超過半數之大型企業導入數位學習做

為企業員工內部教育訓練的方式之一(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09)。但和過去

許多資訊科技的導入與運用一樣，數位學習也面臨了許多的問題與障礙。所以企

業導入數位學習之後，如何提高員工的接受度及使用數位學習的意願，就成為推

展數位學習的重要關鍵因素之ㄧ。使用者接受企業數位學習系統是實現數位學習

系統成功的第一步，甚至成功的數位學習系統乃奠基於使用者願意並持續地使用

(Bhattacherjee, 2001)。因此，若能進一步瞭解影響使用者數位學習使用意願的因素，

則可以作為企業實施及使用數位學習時的重要參考。 

另外隨著數位學習理論及行動學習科技的發展，亦衍生出許多新的學習模式

與研究議題，從理性計畫模式、科技接受模式、直到 Venkatesh, Morris, Davis 與
Davis(2003)所提到的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Agarwal and Karahanna, 2000；Ajzen, 1991；Chau and Hu, 2002；
Chen, Gillenson, and Sherrell, 2002； Fishbein and Ajzen, 1975；Gefen, Karahanna and 
Straub, 2003； Koufaris, 2002; Lederer, Maupin, Sena, and Zhuang, 2000； Moon and 
Kim, 2001；Riemenschneider, Harrison, and Mykytyn, 2003；Venkatesh and Davis, 2000; 
Venkatesh, et. al., 2003)，從使用者對新科技設備的接受行為理論受到重視及蓬勃發

展的程度，可見科技接受行為之相關研究，對資訊系統引進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另外過去的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忽略環境脈絡的影響，若有提到也是從單層次個

人回答(如許麗玲、徐村和與吳憲政，2009)，若使用個人知覺來說明組織的變項，

將會產生原子謬誤(Atomistic Fallacy)。而使用者也期望科技技術的重要相關理論能

夠讓組織維持或持續擴展新技術，並且應用於組織內部(Siegel，2009)。故本研究

以個體層級理論模式為基礎，並結合創新擴散的由下而上概念(bottom-up approach)
本質。主要欲瞭解能夠增強受訓者在行為上的使用意願，乃是本研究欲探討的核

心動機。 

二、將數位學習導入視為創新技術，以創新擴散通用模型奠定組織層級的理論模

式，透過由上而下的策略方法將助於理論建構模式與複雜的組織決策現實生活有

所連結 

創新技術改變了組織的基礎(Swanson, 1994)。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簡稱 IBM)將數位學習視為一種創新技術，就認為此模式的轉變打破常

規，不僅僅能瞭解學習者的偏好，並且能具體改變學習行為(Lewis and Orton, 2000)。
2008 年數位學習白皮書亦提到，組織運用創新學習應用模式，能提升創新開發與

解決問題能力，除了替組織創造營運績效，更能推動我國學習產業國際輸出、學

習品質更上層樓(國科會，2008：67)。因此，組織導入數位學習亦是引進資訊系統

做為提升組織內部教育訓練使用，亦是創新概念的導入。以 Rogers 所提出之想法

來表示，由上而下的策略方法(Top-down approach)則有助於企業的轉型，因為創新

系統剛推出時，組織若要採用它往往是意見領袖或高階主管所推行，企業是否採

用創新科技是項複雜的組織決策。且大多數的創新發生在組織背景和管理結構上

(Daft, 2001: 274；Mahony and Wozniak, 2006; Rogers, 1995; Riemenschneider et al., 
2003； Uys, 2007；江志卿、黃興進與嚴紀中，2005)。然而若是以公司管理層級，

如以主管的看法視為組織層級的決策，並未考量員工對科技的接受度，基於組織

的統計數據就對其下屬的個體性質作出推論，此部份研究後果易造成生態謬誤

(ecological fallacy)，因此基於創新擴散理論(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DOI)原理是以

組織為出發點，這些是高層主管才能認知到的因素，是一般員工無法熟知的，故

這種由上而下的方法，應以主管人員為對象，並推論於組織層級，因此更加奠定

本文認為創新擴散通用模型是總體層次的觀念。 

三、結合「創新擴散通用模型」與「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兩大理論，以發展適

切的數位學習多層次理論模式 

House, Rousseau, 與 Thomas-Hunt(1995)發現許多研究者將宏觀(macro)與微觀

(micro) 分離進行研究的獨特組織理論，具體來說，如同 Hofmann(1997)提到，當

研究者傾向宏觀理論時，則是以預測組織運作與績效為研究範疇，但是他們並沒

有處理個人運作的模式；然而，微觀的研究人員比較傾向於運用心理學的理論研

究行為，彷彿個人行為和組織是系絡無關(context-free)。House 等人(1995)則為了

更全面的發展組織理論，建議研究應同時考量綜觀(meso paradigm)，目的是為了形

成綜合的組織概念理論。因此，本文亦認為需同時考量宏觀與微觀來建構理論，

才會更完備。然而，多層次組織理論的研究取向除了是研究方法典範遷移的新趨

勢，亦是解決組織運作模式以及個人行為等同時並存的現象，加上組織的本質是

階層巢套的系統，所以實際現象幾乎沒有不受到其他層次影響的獨立現象存在

(House et. al., 1995； Kozlowski and Klein, 2000)，即是 House 所提到的綜觀現象是

存在於組織理論當中。然而，在多層次的議題中，兩個變項若是在群組層次(如團

隊、組織、社區、國家等)其相關係數 K，不應該類推為低層次(如個人、團隊、家

庭、城市)，故若要成功的轉變，必需結合個體以及組織體制發展，若研究者在建

構與探討組織現象時，忽略了組織多層次鑲嵌的本質，如此理論思維與實徵策略

不一致，使在組織知識的累積上受到層次謬誤的干擾(Fullan, 1991: 349；Thomdike, 



1939；林鉦棽、彭台光，2006)。因此，有關數位學習的導入或實行是需涵蓋兩個

層面：組織企業層級與員工個體層級而影響員工的接受程度。雖然許多組織的文

章開始重視總體層次的環境脈絡影響，但在總體層次亦只探討情感氣候、領導參

與、組織績效、社會影響、學習環境等 (Birgelen, Jong, and Ruyter, 2006; 
Charbonnier-Voirin, Akremi, and Vandenberghe, 2010；Glisson and James, 2002； Ho 
and Huang, 2009; Miller and Murdock, 2007; Tse, Dasborough, and Ashkanasy, 2008；
Walumbwa, Wu and Orwa, 2008；Wech, Kennedy, Deeter-schmelz, 2009； Yu, Liao, 
Wen, 2010)。歸納這些研究本文發現對於總體模式並無提出適切的理論基礎，僅有

單一變數在解釋總體層次。 

因此本研究加強總體層次的理論概念，結合不同層次的理論為基礎，從下層

個人層次理論的「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並考慮組織脈絡而結合上層的「創新擴

散通用模型」學理基礎上，並參考以往的研究理論和研究報告，發展出一個打破

傳統單一層次的全新多層次模式分析，除了直接脈絡效果，更可進一步探討上層

對下層的中介效果影響。本研究更加期望研究結果對於企業在做導入時需求評估

能有助益。其研究目的包括下列五點： 

1. 探討組織層級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之因素。 
2. 探討個體層級影響個體行為意願之因素。 
3. 探討組織層級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影響個體層級行為直接效果。 
4. 創新擴散通用模型與行為意願之關係，藉由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中介效果。

5. 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藉由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調節效果。 

貳、 理論基礎 

文獻探討部份將說明創新擴散模式的理論基礎，以及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相

關理論與實證研究，並透過國內外相關文獻的蒐集與彙整，以作為本研究參考與

架構之擬訂。 

一、創新擴散模式的理論基礎 

數位學習除了利用網際網路的技術，連結知識和技能同時提供學員與講師互

動的機會(Imamoglu, 2007)。透過線上學習，學員能夠獲得學習需求，取得更多交

流時間。若作為一個教學技術，數位學習亦被認為是一種基於創新並有助於創新

擴散的研究(Surry, 1997)。對於創新的定義相當廣泛，只要對個人或團體而言是新

的事件、觀念或是物件，都算是符合創新(Rogers, 1995)。如引進數位學習，將會

徹底重新翻修組織的核心業務，以達到最有效的多媒體網絡學習方式，Uys(2007)
也提到廣泛利用數位學習，將能改善組織學習策略，以支持學習環境。因此本研

究將組織導入數位學習視為創新系統導入的表現。從組織決策的觀點來探究影響



組織採用資訊科技的要因，學者則認為應採用創新擴散(Chwelos, Benbasat, and 
Dexter, 2001; Kuan and Chau, 2001)。然而科技採用決策，大多數學者較支持以組織

決策觀點來探討影響組織採用資訊科技的因素，其最常被引用的屬於創新擴散理

論，和創新擴散通用模式(Rogers, 1995; Tornatzky and Fleischer, 1990)。 

江志卿等人(2005)以電子資料交換進行研究時提到，當組織面臨網際網路環境

下各種複雜的競合情境時，組織策略的擬定與實施，均會影響企業對於新興科技的

接受程度與決策制定，並以創新擴散通用模式整合觀點，探討中小企業採用網路科

技的比較，以科技創新特性(包括相對利益、相容性、易用性與成本)、組織特性(主
管支持、資訊架構成熟)以及環境特性(產業競爭強度、競爭壓力)。于俊傑、廖珮妏、

黃進烽與黃宜蕙(2011)的研究則以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年度調查分析計畫，除

了發現組織導入數位學習之動機因素包括組織系統化特性、成本、專家、供應商以

及系統這五大因子。余鑑、廖珮妏、黃進峰與黃宜蕙(2011)以 Chatterjee 與 Wernerfelt
將資源分為三類，包括實體資源(組織員工人數)、無形資產(公司排名、教育訓練效

益層級)、財務資源(資本額、2006 年之營業額)，另外再納入產業別變項，共 6 個組

織型態變項，建構組織導入數位學習模型其顯著因子包括組織人數、無形資產。大

部分學者探討組織的創新科技接受用觀點均著眼於 Rogers 的創新擴散理論的創新

科技特性或是以創新擴散理論為基礎，並配合組織相關情境與外在環境等衍生的通

用模式(Volkoff, Chan, and Peter, 1999)。Read(2000：106)認為組織創新的決定因素包

括：管理者的支持、顧客或市場導向、內外在的溝通、創新的人力資源策略、團隊

工作、知識管理、領導、創造性的發展、策略的型態、彈性結構、持續改善、科技

採用等。 

回顧創新擴散的相關理論，Roger 的創新擴散模型地位不可抹滅，但隨著研究

目的及環境的不同，學者也都發展成各自的模型，如 Moore 和 Benbasat 以創新特

徵為切入點，在 IT 組織環境中形成新的創新特徵；Wolfe 則著重在建立完整的創新

過程，認為組織需經過例行階段，才能自發性的擴散循環。本文另外也發現許多研

究將組織採用科技的模式簡化為個人決策探討，如利用科技接受模式、計劃行為理

論、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來解釋複雜的組織決策(Riemenschneider et al., 2003)。但

Chwelos 等人(2001)以及 Kuan 與 Chau(2001)則認為採組織採用科技的模式，是一項

複雜的組織決策，不宜簡化為個人決策層級來探討。King 與 Gribbins(2003)也質疑

組織在科技上的採用，若以個人決策觀點是無法完全適用於組織企業對科技採用模

式，因為組織導入數位學習的創新技術亦與組織採用科技決策觀點相同，故本研究

以組織層級的模式加以深入探討，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結果，本文以創新擴散通用

模式為理論基礎加以衡量組織導入數位學習之創新技術。並依據上述學者之推論，

故本研究組織層級其假說如下： 



H1：科技創新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組織系統化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3：環境開放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 

數位學習的表徵是科技，本質是教育訓練，接受使用數位學習的行為相當於

代表接受使用新科技。Venkatesh 等人(2003)則提出一個相當穩健用來解釋新科技

被接受程度的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故本研究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為主軸，加以探討個人對

數位學習的接受行為研究。 

而 Wang, Liu, Tseng 與 Tsai(2010)也以 UTAUT 模型進行影響個體行為使用數

位學習之因素探討，其研究結果發現績效期望、努力期望及群體影響對行為意願

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本研究在變數的選取上，除了參考 Mathieson(1991)與
Venkatesh(2000)以及 Plouffe, Hilland 與 Vandenbosch(2001)皆認為在使用科技接受

行為模式時，必須同時考量模式的豐富性與精簡度。因此，以創新擴散模式整合

型科技接受模式分別為總體及個體層級的主要預測變項，並照 Johnson, Gueutal 與
Falbe(2009)所提到建立模型的初步驗證方式進行本研究之檢驗。從理論為出發進一

步探討，績效期望、努力期望、群體影響，符合數位學習的接受模式，對行為意

願產生影響(Chen et al., 2002; Davis, 1989; Davis, Bagozzi, and Warshaw., 1989； 
Davis, Bagozzi, and Warshaw, 1992； Venkatesh, 2000；Venkatesh and Davis, 2000；
Venkatesh and Morris, 2000；Venkatesh et al., 2003)。因此本文依據 UTAUT 的概念，

預測變項包括績效期望、努力期望、群體影響三個變項，對效標變項行為意圖的

影響。在實務上亦可依據不同的主題特性來選擇相關的外部變數(Venkatesh, 2000; 
Venkatesh and Davis, 2000)，並選擇性別、年齡及經驗等為控制變數。依據上述學

者之推論，故本研究個體層級其假說如下： 

H4：績效期望對個人行為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5：努力期望對個人行為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6：群體影響對個人行為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三、多層次的脈落效果以及中介與調節之探討 

本研究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因考慮環境的脈落效果而擴大組織層級

理論，以創新擴散通用模式為基礎。本研究主旨將先探討權變理論，再來討論組織

層級的脈落效果，最後探討多層次中介與調節之運用。 

(一) 組織層級的脈落效果 



Mintzberg, Ahlstband與Lampel(2006)提到，環境學派將環境因素與領導能力、

組織並列為策略形成過程的三個主要力量之一，有助於讓策略形成過程的全面性

觀點達於均衡狀態。而環境學派起初所謂的權變理論，此理論探討環境的特定層

面與組織的個別屬性之間所具有的各種關係，如環境愈穩定，內部結構會愈制度

化。Schneider(1990)亦提到組織環境是組織成員共同知覺到組織的政策、程序與實

務。如Altmann(2000)認為組織氣氛歸於組織內員工對工作環境的認知，其反應此

員工描述其工作場所及環境的感受，這是由組織成員交互影響所構成，形成一種

獨特且持久的風格，可經由成員的認知來加以描述。如同本文所提及的組織創新

科技採用決策，是主管所意識到的組織採用數位學習的政策制度。 

Daft(2001)的論著清楚界定組織理論的研究是以組織為主，然而外部的環境包

括國家的影響、其他組織的影響，都視為組織環境脈絡的因素，並提到組織行為

是以微觀取向看待組織，因此著重組織內部個體的分析；然而組織理論其是宏觀

取向，以整個組織為分析單位，因此著重於部門和組織。Daft 利用兩個構面來描

述組織，將組織構面分為結構(structural)與脈絡(contextual)，其結構構面以描述組

織內部特徵，脈絡構面則是描述影響並塑造結構構面的條件，包括組織目標、環

境、科技、規模、文化等。這些理論亦在討論不同層次的關係例如(Hofmann, 1997)：
組織環境因素和組織結構(Aldrich and Pfeffer, 1976) ，組織技術和組織結構

(Comstock and Scott, 1977; Fry and Slocum, 1984)，組織或部門單位的技術是否影響

個人的態度(Hulin and Roznowski, 1985)，組織規範是否刺激個人行為(Hackman, 
1992)，部門特色以及組織結構和個人態度之間的關係(Brass, 1981; James and Jones, 
1976; Oldham and Hackman, 1981； Rousseau, 1978)，和組織氣候、組織文化和個

人行為之間的關係(Martocchio, 1994)，皆能瞭解Daft所提出的結構與脈絡在組織研

究中的重要性。 

相關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究也提到類似的影響因素如：教師的個人背景、電

腦知能、態度；學校行政、專業技術、同儕的支援；電腦硬體設施；教材資訊化

的程度；學生的電腦素養、學習態度；時間；其它外在環境(Bitner and Bitner, 2002；
Demetriadis, Barbas, Molohides, Palaigeorgious, Psillos, Vlahavas, Tsoukalas, and 
Pombortsis, 2003; Strehle and Hausfather, 2002；Windschitl and Sahl, 2002； Zhao, 
Pugh, Sheldon, and Byers, 2002；王全世，2000；張基成、王秋錳，2008)。許晉龍、

金業珍(2006)探討何種因素影響使用者接受使用行動通訊服務，提到Rogers的想法，

在相對利益之下，意指個人執行相同任務的方法，創新會成為一項有利條件。相

對於現有科技，若新產品功能較強時，其越具擴散效果。簡單化則表示創新容易

理解與使用的程度，了解及使用新科技的相對困難程度，越簡單的產品擴散速度

越快。相容性是指新科技與個人目前需求、價值觀等相容程度越高，越易擴散。

然而組織是一個總體層次的變項概念，可以影響另一個體層級。如Mathieu與



Taylor(2007)提到以多層次來設計，利用個體鑲嵌到較高層級，如團隊成員、組織

中的團隊等等，其特徵程度，以動態過程影響單一層次的特性與行為。Yu等人(2010)
研究也發現，組織導入數位學習的學習環境對個體的行為意願存在顯著正向的脈

落效果影響。 

UTAUT模型以個體行為為主要研究變數，而Bourdon與Hollet-Haudebert(2009)
擴大其模型，加入組織層級的相關因素包括分享文化、組織結構、社會經濟、獎

勵制度，亦發現組織結構、獎勵制度對個體行為意願有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主

張，組織層級的變項以創新擴散通用模型為基礎，主張科技創新特性、組織系統

化特性、環境開放特性以及組織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等對個體層級的行為意願具有

影響。故依據前述，其假設如下： 

H7：組織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對個體行為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對個體層級多層次中介之探討 

微觀模型可考慮跨層次的分析，如組織氣候會影響個人績效 (Hofmann, 
Morgeson, and Gerras, 2003)，Mathieu 與 Taylor(2007)和Mathieu, Maynard, Taylor, 
Gilson與Ruddy(2007)的文章，其發現組織支持藉由跨層級的中介效果對團隊績效

產生影響，這個創新的研究使人鼓舞，但一直無系統性的架構，測試多層次中介

(meso-mediation)。Chen與 Bliese (2002)發現領導效能對個體角色和心理壓力是有

影響的，此研究提到的多層次中介，個體層級的路徑由角色適配到工作滿意到持

續企圖，然而團隊層次的路徑由管理支持到團隊授權到團隊流程，這些模型分別

具有團隊和個體的中介模型。 

邱皓政與温福星(2009)對組織研究中的多層次中介效果進行分析及討論，兩層

資料結構，共三種形式多層次中介效果說明：1-1-1、2-1-1與2-2-1，這三種形式的

表達是以三個數字來描述多層次間的關係，依序代表解釋變項、中介變項與結果

變項所屬的層次，數字1代表個體層級變項，數字2代表總體層次，由於多層次分

析主要是探討對個體層級結果變項的影響，因此這三種形式中介效果的最後一個

數字都為1，如圖1所示。根據1-1-1、2-1-1與2-2-1的表述式，分別代表個體層級解

釋變項Xij透過個體層級中介變項Mij對結果變項Yij的影響、總體層次解釋變項Xj 透
過個體層級中介變項Mij對結果變項Yij的影響、與總體層次解釋變項Xj透過總體層

次中介M j對結果變項Yij的影響。 

                         Xij                              Xij  Mij 
                     
Xij  Mij  Yij                       Mij  Yij                              Yij 
(a) 1-1-1 模型            (b) 2-1-1 模型          (c) 2-2-1 模型 

圖 1 多層次中介模型類型圖示 



從相關文章發現研究多層次理論，在總體層次仍以只探討單一變數為主並無

組織層級的路徑效果 (Birgelen et al., 2006; Charbonnier-Voirin, Akremi, and 
Vandenberghe, 2010; Glisson and James, 2002；Ho and Huang, 2009；Miller and 
Murdock, 2007; Tse, et al., 2008；Walumbwa et al., 2008； Wech, et al., 2009; Yu et al., 
2010)。但因影響個體行為之總體組織層級因素是複雜的，而本研究的多層次中介，

則以總體與個體層級已發展健全的理論路徑為基礎，在相關研究理論運用上仍不

多見，特別總體層次的路徑模式概念，在數位學習相關領域的應用上甚少提到2-2-1
模式，但已有些學者在探討此觀點，且認為總體與個體層級各有其路徑理論等現

象，是存在真實世界，且必需探討之議題(Krull and MacKinnon, 1999；2001；Mathieu 
and Taylor, 2007)。 

而多層次中介效果的檢驗原理，至目前並沒有提出完整的多層次模型的 HLM 
分析步驟 (Krull and MacKinnon, 2001；Mathieu and Taylor, 2007；Zhen, Michael, and 
Kristopher, 2009)，因此本研究欲提出多層理論的建構原則，先以多元迴歸處理上

層路徑，再將整體模型投入 HLM 進行考驗，進一步提出多層中介在 2-2-1 理論的

執行策略，做為本研究在數位學習領域之重要發展之貢獻。 

如Liao, Yu 與Yi (2011)進行跨層次數位學習行為意願研究，亦發現公司獎勵機

制雖然不會直接影響到員工個人行為意願，但會先影響管理者對數位學習採用程

度而影響員工行為意願，此2-2-1模式將奠定本文理論發展之基礎。也是本文欲探

討創新擴散通用模式會影響到組織採用決策的行為後再進一步影響個體行為意願，

故其假說如下： 

H8-1：科技創新特性對行為意願的關係，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中介效果。 
H8-2：組織系統化特性對行為意願的關係，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中介效果。 
H8-3：環境開放特性對行為意願的關係，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中介效果。 

(三)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對個體層級的多層次調節效果之探討 

在組織研究中，特別是在多層次架構下，因個體巢套、鑲嵌於組織中，所以

在某一個組織內組織成員因共享的組織文化、或組織氣氛緣故，組織內個體層次

所發生的關係現象很可能因不同組織而異，不在是單一層次所觀察的關係現象，

這種因組織不同而異就是調節(moderation)現象，或稱跨層級交互作用(cross-level 
interaction)(邱皓政、温福星，2008)。亦促使本研究進行多層次調節效果之探討。 

從理論文獻基礎角度切入，若要鼓勵員工使用創新科技，企業必須創造出讓

員工感覺到受到支持及鼓勵的環境與制度。Green, Covin 與 Slevin(2008)的研究指

出具有創業導向的管理者，則是需要組織策略活躍度與組織結構契合兩者相互配

合。Alpkan, Bulut, Gunday, Ulusoy 與 Kilic (2010)研究發現，組織支持和人力資本



對創新績效有影響。如管理支持並適當使用激勵機制和獎勵，並且寬容嘗試錯誤

情況之下，有助於創新績效產生，其研究論文探討了組織支持與人力資本是必需

相輔相成。故本研究，欲推論在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與績效期望、努力期望、群體

影響是否相輔相成，而影響行為意願，基於相關理論與文獻探討，研究假說如下： 

H9 ：績效期望對行為意願之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調節效果。 
H10：努力期望對行為意願之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調節效果。 
H11：群體影響對行為意願之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調節效果。 

參、 研究設計 

一、 研究工具 

以組織導入數位學習為創新的概念，探討的構面分成二個層次，分別為組織總

體層次的「創新擴散通用模型」與員工個體層級的「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為探討

組織以及個體使用者對數位學習之認知。問卷設計採李克特尺度(Likert Scales)五點

尺度量表為作答衡量標準，並邀請內外部專家協助審查，依據修正後之問卷進行調

查。本研究分別針對組織層級與個體層級問卷進一步說明。 

(一)創新擴散通用模式之衡量準則 

以 Tornatzky 與 Fleischer(1990)的創新擴散通用模式的三大構念為組織層級的

基礎，加以衡量影響組織採用創新科技的因素，分別為，科技創新特性、組織系

統化特性、環境開放特性。本研究組織層級之理論說明如下： 

1. 科技創新特性：Joo 與 Kim(2004)採用 Tornatzky 與 Fleischer(1990)所提的科技

構面(technology)解釋為：新技術相較於原有技術所能帶來的相對利益(relative 
adventage)。預計採用相對利益、相容性、簡單化、成本負擔。 

2. 組織系統化特性：指組織充裕資料與組織規模(Joe and Kim, 2004; Tornatzky and 
Fleischer, 1990)。而 Rogers(1995)與 Grover(1993)以及 Thong(1999)則認為組織

系統化特性可以用員工的資訊系統相關知識以及資訊密集度來衡量。因此，本

研究預計採用資訊系統相關知識、資訊系統密集度、組織結構、高階主管支持。 

3. 環境開放特性：從 Daft(2001：136)所提出的影響組織之環境面向包括，環境的

資訊需求，以及環境所提供的資源需求。Damanpour(1991)也指出創新採用同時

也要考慮組織內外在環境因素，包括環境的變動、其變動的規模與頻率等…。

如 Chwelos 等人(2001)亦認為交易夥伴的壓力以及競爭壓力是促使組織採用資

訊科技的因素。Kimberly 與 Evanisko(1981)認為當同業競爭較激烈或是組織所

面臨的環境較競爭時，組織將傾向採用創新。 



4.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指組織對導入系統並持續使用的行為意向，參考 Karahanna, 
Straub,與 Chervany(1999)所提出的量表加以修正。 

(二)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型之衡量準則 

參考 Venkatesh 等人(2003)所提出 UTAUT 的預測變數績效期望、努力期望、群

體影響，以及效標變數行為意願為個體層級的基礎，其說明如下： 

1. 績效期望：資訊科技的使用行為會受到個人對使用系統的期望效用影響，

Venkatesh 等人(2003：23)定義為使用系統後可在工作執行中獲益的程度。 

2. 努力期望：Venkates 等人(2003：26) 指出努力期望為，個人認為系統是否容易

使用。這意指資訊系統的設計是否可以讓使用者容易去使用是接受資訊科技的

關鍵因素之一，如：功能操作是否清楚且可以很容易被瞭解、使用者的知識是

否可以很容易在知識社群上表達知識等等都是決定系統是否容易使用的因素。 

3. 群體影響：Venkates 等人(2003：27)將社群因素的影響定義為，人們所察覺重要

的他人，應該或不應該使用此系統。 

4. 行為意願：參考 Karahanna 等人(1999)、Taylor 與 Todd(1995a;b)所提出，個體對

系統的使用行為意向。 

二、 研究架構 

陳啟光、陳玉真、于長禧與蔡政和(2006)提到過去有關創新的研究，初期是以

個人是否採用創新為主要探討課題，導致整個組織創新是以個人的因素來衡量，

也過度簡化組織內創新的擴散過程，這研究取向忽略了個人和組織之間的關係，

亦未曾深入探討組織及個人二種層級採用創新事物之異同點。本文之貢獻乃將組

織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科技創新特性、組特系統化特性、環境特性等因素提升為

組織層級。兼用宏觀及微觀思維，宏觀結構論以創新擴散理論來分析組織層級導

入數位學習的策略角度；亦以微觀個體論確認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型，以用來探究

個體使用數位學習的行為特質。 

而林心慧、曾琬婷(2008)提到，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s, IS)的成功模式包

含了理性層級理論中認知(cognition)、情感(affect)、行為(behavior)等三個層次的變

數，因此個體層級以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本研究在回顧相關文獻發現Lee, 
Kozar 與Larsen(2003)建議科技接受模型(TAM)未來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重點方向為

加入更多的變數。而Legris, Ingham 與 Collerette(2003)曾建議研究者應該在應用

TAM時必須加入人文與社會變革歷程、創新採用模型等重要變數與論點。 

許麗玲等人(2009)利用科技接受模式為主，並以創新擴散觀點為輔，藉以提出



適用於部落格採用情境的理論模式，研究從部落格為創新的概念，將探討的構面

分成三個層次，分別為總體層次的「社會影響特性」、群體層次的「部落格認知

特性」與個人層次的「創新認知特性(Perceived Attributes of Innovations)」為探討構

面來探討部落格使用者行為。此文章雖在理論層次分為總體、群體以及個體，但

在研究方法上以及資料蒐集上仍是以使用者個體層級的觀念，且整體理論層次仍

是單一理論層級，並利用結構方程模式進行理論之分析。 

有鑑於此，本研究擴大變數及理論層級，加入組織層級概念的創新擴散模型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以組織導入數位學習為創新的概念為出發點，

並以解釋力最高的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為個體層級理論基礎。故將探討二個層次

的意涵，分別為組織總體層次的「創新擴散通用模型」與員工個人層次的「整合

型科技接受模式」。其本研究架構圖如圖2所示。 

 

 
 

 

 

 

 

 

 

 

註：個體層級控制變項：性別、年齡、經驗 

 

三、 研究對象 

(一) 問卷專家審查之對象 

將初步編製完成構面與指標初稿，邀請國內相關專家學者，以及組織管理者

做內容效度評鑑，請他們就所有評量構面及每一題目是否適切加以評定，若不適

切並請提供用字遣詞及增列或刪減題目之修正意見，以正確地建立量表之內容效

度。經過學者專家審查，進行問卷審查及修訂確認問卷內容，使其具有專家內容

效度。其本研究預計邀請之專家如表 1 所示。 

 

圖 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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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專家問卷審查名單 

產業別 公司名稱 部門職務 姓名 
傳統製造業 正隆 副理 A 
傳統製造業 台中精機 協理 B 
金融業 元富 副理 C 
高科技 仁寶 經理 D 
服務業 OK 便利店 部經理 E 

 (二) 正式問卷發放之對象 

正式問卷本研究採配對樣本進行發放，問卷發放以天下雜誌 2009 年所提供的

500 大服務業、1000 大製造業、100 大金融業，且這些組織必須有導入數位學習，

為本研究母體範疇。 

引述 Glick(1980)、Kozlowski 與 Klein(2000)，提到分析單位指的是研究要去

解釋的層級(class)，也就是效標變項(DV)所處的層級，而分析層次(level)則較複雜，

是理論構念、所衡量的變項、資料分層、研究設計所代表的層級。其蒐集方法參

考 Chan (1998)、Kozlowski 與 Klein(2000)、林鉦棽與彭台光(2006)所提到的共通單

位變項(global approach)，其定義為「客觀、描述性的、易觀察的組織層級構念

(Kozlowski and Klein, 2000：29)」，可從主管或直接既有的文件檔案取得資料來源。 

配合此方式，即為本研究層級二的資料蒐集方法，以主管為對象。而層次一

為個體層級分析單位為組織內部的員工，因此有導入數位學習企業組織內部所有

員工均為合適目標填答者；而層級二則為組織，探討宏觀的組織現象，以組織內

部主管取得組織層級的資料。採配對方式進行問卷調查，依 Kreft(1996)之建議採

用 30/30 準則，亦即總體層次不少於 30 組，每組不少於 30 人來決定樣本規模。故

正式問卷調查時，每家公司發放 1 名主管，30 位員工以配對方式進行問卷調查，

樣本家數採隨機比例抽出母體約 10%，故服務業、製造業、金融業分別為 28 家、

46 家、8 家(表 2 為問卷發放分配)。 

表 2 問卷發放分配 

問卷發放 導入率(家數) 發放家數 
組織問卷

(主管填答)
個體問卷 

(員工填答)
發放 發放 

500 大服務業 56% (280 家) 28 家 28 840 
1000 大製造業 46%(460 家) 46 家 46 1380 
100 大金融業 74% (74 家) 8 家 8 240 

總計 約 814 家 82 家 82 2460 

肆、 資料分析 

研究者運用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的統計方法，同時

分析個體階層及組織階層的預測變項對個體層級的行為意願之影響。依此包括，

預試問卷分析、雙階層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組織因素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之影



響、組織與個體層級因素對行為意願之影響、多層次中介效果之檢驗。 

一、 預試問卷分析 

信度係數參考Nunnally(1967)與Guielford(1965)以0.7為原則。問項刪減，則進

行分項對總項之相關性分析(item to total)，檢定每一題項對於其構成變數之內部一

致性，Churchill(1995)建議刪去單項總數相關係數低於0.50的問項。另外依據潛在

變數的組合信數(composite reliability；CV)進行分析，潛在變數的組合信度是其所

有觀察之信度的組成，Fornell及Larcker(1981)建議值為0.6以上。若潛在變數之組合

信度愈高，則表示其觀察變數愈能測出該潛在變數，表該潛在變數的內部一致性

愈高。 

由表3，可發現組織層級各構面的係數介於0.636至0.902之間，其變數係數更

介於0.902至0.927之間，顯示其測量即為可信，各變數與其構面的相關係數也皆高

於0.7，顯示並無需要刪減的題項，且各變數構面之組成信度，大部分值皆為0.6以
上，故可推論本研究潛在變數的內部一致性可謂已達標準。依據潛在平均變異數

的變異抽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來判別收斂效度及區別效度。平均變異抽

取量是計算潛在變數之各觀察變數對該潛在變數的平均變異解釋力。若潛在變數

之平均變異抽取量愈高，則表示潛在變數有愈高的收斂效度及區別效度，Fornell
及Larcker(1981)建議其標準值大於0.5；本研究各變數構面之平均變異抽取量皆大

於0.5，可推論本研究具收斂及區別效度。根據驗證性因素分析，其中N為286，χ2
為249.15，df=59，RMSEA=0.095。其多重指標則參考Jöreskog,與Sörbom (1993)所
提出包括：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0.88、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0.97、
Normed Fit Index (NFI) = 0.97、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 0.97。 

表 3 總體層級量表信效度分析 

變數       構面 信度係數 變數與構面
相關係數

負荷量 CV AVE 

科技創新
特性 

 
相對利益 

0.916
0.876 0.795 0.69

0.865 0.741 相容性 0.773 0.900 0.87
複雜性 0.865 0.872 0.87
成本負擔 0.815 0.776 0.69

組織系統
化特性 

 
資訊系統知識 

0.927
0.796 0.884 0.86

0.874 0.744 資訊密集度 0.668 0.848 0.81
正式化 0.902 0.839 0.79
集權化 0.636 0.830 0.76
高階主管支持 0.867 0.844 0.82

環境開放
特性 

 
開放的系統 

0.902
0.809 0.927 0.88 0.852 0.635 

創新採用率 0.890 0.938 0.84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0.878 0.946 0.87 0.879 0.641 0.943 0.90



在員工個體層級量表中，如表4可發現其變數係數介於0.794至0.902之間，顯

示其測量即為可信，各變數與其構面的相關係數也皆高於0.7，顯示並無需要刪減

的題項。各變數構面之組成信度皆為0.6以上，故可推論本研究潛在變數的內部一

致性可謂已達標準。以及本研究各變數構面之平均變異抽取量皆大於0.5，可推論

本研究具收斂及區別效度。 

根據驗證性因素分析，其中N為970，χ2為385.80、df=48，RMSEA=0.079，其

多重指標包括：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0.99、Normed Fit Index (NFI) = 0.99、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 0.99、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0.99。 

表 4 個體層級量表信效度分析 

變數 信度係數 變數與項目
相關係數

負荷量 CV AVE 

績效期望 0.867 
0.848 0.62

0.868 0.645 0.837 0.62
0.863
0.836

0.67
0.60

努力期望 0.845 
0.839 0.63

0.852 0.625 0.895 0.73
0.890 0.70

群體影響 0.850 
0.829
0.913

0.65
0.82 0.860 0.666 

0.891 0.79
行為意願 0.902 0.953 0.71 0.901 0.538 0.955 0.74

二、雙階層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為瞭解正式回收問卷分佈情況，員工與組織雙階層問卷與員工行為意願各個

變項之間的分佈情形，本研究提供觀察變項與員工行為意願之描述統計，組織與

員工問卷皆來自於 33 家公司。故組織問卷共有效回收 33 份，其描述性統計以組

織基本特性，以及本研究所測量的組織變項為主。產業別以服務業占最多 13 家

(39.4%)、其次為製造業 11 家(33.3%)、金融業 7 家(21.2%)、其他 2 家(6.1%)。推

動 e-Learning 時間為 3-5 年居多 12 家(36.4%)、其次 1-3 年為 9 家(27.3%)、半年-1
年為 8 家(24.2%)、5 年以上為 3 家(9.1%)、半年以內為 1 家(3.0%)。表 5 為組織層

級變數平均數與標準差，公司家數為 33 家，平均數落於 3.784-3.872，標準差落於

0.511-0.725。 

表 5 組織層級變數的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矩陣 

組織層級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科技創新特性 3.784 0.568   
組織系統化特性 3.872 0.511 0.642***   
環境開放特性 3.859 0.725 0.462*** 0.676***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3.803 0.572 0.538*** 0.413*** 0.572***  

* p<.05  **p<.01  ***p<.001 



員工問卷共有效回收 860 份，其描述性統計以員工個人人口統計變項，以及

本研究所測量的個體變項為主。性別以男性較多 431 人(50.1%)、女性為 429 人

(49.9%)。年齡依序為 25-29 歲 275 人(32.0%)、30-34 歲 243 人(28.3%)、35-39 歲

107 人(12.4%)、20-24 歲 98 人(11.4%)、40-44 歲 63 人(7.3%)、45-49 歲 28 人(3.3%)、
50-54 歲 21 人(2.4%)、55 歲以上 15 人(1.7%)、20 歲以下 10 人(1.2%)。使用 e-Learning
經驗依序為半年以內占最多 288 人(33.5%)、半年-1 年 239 人(27.8%)、1-3 年為 222
人(25.8%)、3-5 年為 59 人(6.9%)、5 年以上為 52 人(6.0%)。個體層級的樣本數為

860 人，平均數落於 3.472-3.744，標準差落於 0.675-0.806(如表 6)。 

表 6 個體層級變數的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矩陣 

個體層級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績效期望 3.744 0.675  
努力期望 3.603 0.741 0.521**  
群體影響 3.472 0.806 0.525** 0.670**  
行為意願 3.737 0.764 0.658** 0.540** 0.540** 

* p<.05  **p<.01  ***p<.001 

三、組織因素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之影響 

利用 OLS 進行組織層級分析，將科技創新特性、組織系統化特性以及環境開

放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進行直接效果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整體模型 F 值

為 7.646 (p<.01)，R2 是 0.442，其模型達顯著，且 VIF<10 因此自變數(科技創新特

性、組織系統化特性、環境開放特性)之間無嚴重共線性。 

表 7 創新擴散通用整體模型 

變數 未標準化系數 標準化系數 T 值 VIF 
常數 1.505 2.372*  
科技創新特性 0.442 0.440 2.425* 1.706 
組織系統化特性 -0.246 -0.219 -1.005 2.472 
環境開放特性 0.408 0.517 2.744* 1.846 
* p<.05  **p<.01  ***p<.001 

 

四、組織與個體層級因素對行為意願之影響 

本研究分別分析預測變項對行為意願的影響程度。先瞭解各組織之間的員工

行為意願是否有差異，再分別投入組織因素、個體員工因素來瞭解其變動量。 

(一) 各組織之間員工行為意願之差異 

HLM 的隨機效果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模式，可以檢定各組織之間的員工行為意

願是否有差異。也可以估計總變異量中有多少變異是由組間的變異所造成。進一

步探討組間差異的 ICC 量數(組內相關係數 ρ，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可

用以表示組間差異的強度(邱皓政、温福星，2007)。以作為進一步進行其他模式分



析的依據。隨機效果單因子 ANOVA 模式就是下列不包含任何預測變項的「零模

式」。 

Level-1 Model 
 Y = B0 + R 
Level-2 Model 
 B0 = G00 + U0 

本研究利用零模式來探討組織間個體行為意願有無顯著差異(表8)。各組織個

體行為願意之平均數估計值是3.748，估計標準誤是0.083。各組織內各員工的行為

意願增加量彼此之差異的組間變異數為0.203，而同一個組織的員工彼此之差異的

組 內 變 異 數 為 0.393 ， 兩 者 相 加 後 的 行 為 意 願 變 動 量 的 總 變 異 數 為

0.596(0.203+0.393) ，表示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總變異量中有 34.05 ％

[0.203/(0.203+0.393)]是因為組織不同所造成的，此為ICC量數，學者Cohen(1998)
針對ICC「組內相關係數」進一步討論，認為當ICC高於0.138表示具有高度的組內

相關，當ICC大於0.059時則必須考慮多層次的統計分析，因此本文ICC達0.596是適

合採用多層次模型加以分析；另外大約有65.94％[0.393/(0.203+0.393)]是由屬於校

內的變異所造成的。此外，各組織間之變異成份(τ00)達顯著水準，代表各組織在員

工行為意願變動量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χ2＝421.465，p<.05)。此項結果顯示：組

織對於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是有影響的，表示組織因素可以影響到員工行為意願

變動量的34.05％左右。另外，行為意願變動量大部份之變異來自於員工層次，約

佔了六成左右，表示個人階層之因素對行為意願變動量之解釋力是高於組織因

素。 

表 8 各組織之間員工行為意願之差異 

固定效果 γ 係數 S.E. t 值 
組織內各員工的行為意願的平均數
平均截距( 00γ ) 3.749*** 0.083 44.951 

變異成分分析 τ 自由度 χ2 
組織內各員工的行為意願變動量( 00τ ) 0.203 31 421.465*** 
組內差異( 2σ ) 0.393  
離異數(-2LL) 
估計參數個數 

1668.182
2   

* p<.05  **p<.01  ***p<.001 

(二) 個人因素對行為意願的影響性程度 

探討個體績效期望、努力期望、群體影響是否會影響個別員工的行為意願，

方程式如下。 

Level-1 Model 
 Y = B0 + B1*(性別) + B2*(年齡) + B3*(經驗) + B4*(績效期望) + B5*(努力期望) 
+ B6*(群體影響) + R 



Level-2 Model 
 B0 = G00 + U0 
 B1 = G10 + U1 
 B2 = G20 + U2 
 B3 = G30 + U3 
 B4 = G40 + U4 
 B5 = G50 + U5 
 B6 = G60 + U6 

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以各組織平均數作為結果變項之迴歸模式」的分析

結果，可以看到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有達到顯著水準的變項是：績效期

望、努力期望、群體影響。且迴歸係數均為正值(γ 係數 0.447、0.172、0.155)，表

示員工績效期望、努力期望、群體影響愈高時，員工的行為意願方面會有愈高的

變動量。 

在行為意願變動量模式的預測中，組織層級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效

果上，加入了績效期望、努力期望、群體影響之預測變項時，殘差變異數由 0.393 
減少為 0.229，殘差變異數減少之比率為 0.417[(0.393-0.229)/0.393]，即個體因素可

以解釋行為意願的變動量，解釋變異量增加了 41.7％，表示個體因素變項對員工

行為意願平均變動量具有解釋力。 

(三) 組織因素對行為意願的影響性程度 

探討組織的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科技創新特性、組織系統化特性、環境開放

特性是否會影響該組織底下個別員工的行為意願，其多層次模型方程式如下。 

Level-1 Model 
 Y = B0 + R 
Level-2 Model 
 B0 = G00 + G01*(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 G02*(科技創新特性) + G03*(組織系

統化特性) + G04*(環境開放特性) + U0 

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以各組織平均數作為結果變項之迴歸模式」的分析

結果，可以看到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有達到顯著水準的變項是：創新科

技採用決策。且「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的迴歸係數為正值(γ係數 0.475)，表示組織

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愈高員工的行為意願方面會有愈高的變動量。 

    在行為意願變動量模式的預測中，組織層級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效

果上，組織層次在加入了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科技創新特性、組織系統化特性、

環境開放特性之預測變項時，殘差變異數由 0.203 減為 0.097，殘差變異數減少之

比率為 0.522[(0.203-0.097)/0.203]，即組織因素可以解釋行為意願的變動量，組織



之間變異為 52.2％，表示組織因素變項各組織對員工行為意願平均變動量有著不

錯的解釋力。 

(四) 組織因素與個人因素對行為意願的影響性程度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控制個體的性別、年齡、經驗，欲瞭解績效期望、努力

期望、群體影響，和組織的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科技創新特性、組織系統化特性、

環境開放特性是否會影響個別員工的行為意願，其多層次模型方程式如下。 

Level-1 Model 
 Y = B0 + B1*(性別) + B2*(年齡) + B3*(經驗) + B4*(績效期望) + B5*(努力期望) 
+ B6*(群體影響) + R 
Level-2 Model 
 B0 = G00 + G01*(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 G02*(科技創新特性) + G03*(組織系統化

特性) + G04*(環境開放特性) + U0 
 B1 = G10  
 B2 = G20  
 B3 = G30  
 B4 = G40 + U4 
 B5 = G50 + U4 
 B6 = G60 + U6 

從表 9 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以各組織平均數作為結果變項之迴歸模式」

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有達到顯著水準的變項是：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績效期望、群體影響、配合情況。且「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績效期望」、「群體影響」的迴歸係數均為正值(γ係數為 0.450 、0.175、0.156)，
表示組織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愈高、以及員工績效期望、群體影響以及配合情況

愈高時，員工的行為意願方面會有愈高的變動量。 

在行為意願變動量模式的預測中，組織層級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效

果上，加入了組織層級變項時，殘差變異數由 0.203 減為 0.104，殘差變異數減少

之比率為 0.488 [(0.203-0.104/0.203)]，即組織因素可以解釋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

組織之間變異之 48.8％，表示組織變項各組織對員工行為意願平均變動量有著不

錯的解釋力。 

在行為意願變動量模式的預測中，組織層級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效

果上，加入了績效期望、群體影響、配合情況之預測變項時，殘差變異數由 0.393 
減少為 0.244，殘差變異數減少之比率為 0.379[(0.393-0.244)/0.393]，即個體因素可

以解釋行為意願的變動量，解釋變異量增加了 37.9％，表示個體因素變項對員工

行為意願平均變動量的解釋力不小。 



表 9 組織與個人因素對行為意願之影響 

假說 γ 係數 S.E. t 值 
平均截距( 00γ ) 3.749 0.060192 62.289*** 
解釋變項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01γ ) 
     科技創新特性( 02γ ) 
     組織系統化特性( 03γ ) 
     環境開放特性( 04γ ) 

性別( 10γ ) 
     年齡( 20γ ) 
     經驗( 30γ ) 

績效期望( 40γ ) 
努力期望( 50γ ) 
群體影響( 60γ ) 

0.474 
0.025 
0.213 
0.013 
-0.016 
0.009 
0.014 
0.450 
0.175 
0.156 

0.142 
0.157 
0.199 
0.125 
0.037 
0.014 
0.016 
0.050 
0.040 
0.044 

3.335** 
0.162 
1.070 
0.105 
-0.441 
0.685 
0.864 
8.925*** 
4.372*** 
3.515** 

變異成分分析 τ χ2 

組間 
差異 

( 00τ ) 
績效期望( 44τ ) 
努力期望( 55τ ) 
群體影響( 66τ ) 

0.104 
0.034 
0.009 
0.022 

 320.120*** 
57.434** 
35.376 
43.870 

 

組內差異( 2σ ) 0.245 
離異數(-2LL) 1344.123
估計參數個數 11

* p<.05  **p<.01  ***p<.001 

(五) 多層次中介之檢驗 

Mathieu與Taylor(2007)提到現階段研究，尚未充分整合的二個重要議題：第一，

提到微觀(micro)與宏觀(macro)這兩個重要的觀念，已在組織行為領域各自發展理

論架構已有20年之久。第二點提到中介效果的理論與方法的應用。並參考Hackman 
(2003)所提出的綜觀(meso)的想法，進行多層次中介效果。本研究以Krull 和
MacKinnon(2001)所提出的多層次中介效果為2-2-1模式，代表總體層次解釋變項Xj

透過總體層次中介Mj對結果變項Yij的影響，並參考Baron與Kenny(1986)的觀點，

中介效果應符合三個條件：(1)前置變項對中介變項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2)前置

變項對結果變項有顯著的預測效果；(3)同時將前置變項與中介變項加入迴歸模型

中，來預測結果變項，中介變項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但前置變項的預測效果會

顯著下降。 

另外亦參考邱皓政(2011:10-5, 10-19)有提到X Y的關係中存在至少一個第三

變數Z作為中介變數，即形成一個X Z Y的中介效果(mediation effect)，並進一步

說明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與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亦即兩個變數間具有一個或

多個中介變數，變數與變數之間的直接效果均為顯著，中介效果即可成立。由表7
得知，科技創新特性、環境開放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由

表10發現，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對員工行為意願亦有顯著正向影響，進一步探討本

研究多層次中介效果時，亦發現組織層級之自變項(科技創新特性、組織系統化特

性、環境開放特性)對員工行為意願雖無顯著影響，參考表5，可能原因為組織系統



化特性、環境開放特性與環境開放特性之間相關達0.642及0.676，而稀釋了組織層

級自變項對員工行為意願之影響，但本研究發現科技創新特性會透過創新科技採

用決策而影響行為意願；環境特性會透過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而影響行為意願。 

表 10 多層次中介效果之檢驗 

假說  γ 係數 S.E. t 值 
平均截距( 00γ ) 3.752 0.069 54.458*** 
解釋變項    
      科技創新特性( 02γ ) 
      組織系統化特性( 03γ ) 
      環境開放特性( 04γ ) 

0.184 
0.120 
0.228 

0.175 
0.232 
0.128 

1.051 
0.516 
1.775 

變異成分分析 τ χ2 
組間差異 ( 00τ ) 0.36396  264.783*** 
組內差異( 2σ ) 0.244 
離異數(-2LL) 1658.116
估計參數個數 2

* p<.05  **p<.01  ***p<.001 

(六) 多層次調節之檢驗 

從表 11 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以各組織平均數作為結果變項之迴歸模式」

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仍有達到顯著水準的變項是：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績效期望、群體影響、配合情況。且「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績效期望」、「努力期望」和「群體影響」的迴歸係數均為正值(γ係數為 0.450、
0.175 及 0.150 )，表示組織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愈高、員工績效期望與群體影響愈

高時，員工的行為意願方面會有愈高的變動量。本論文進一步探討調節變項；創

新科技採用決策會正向調節努力期望對行為意願的影響，其迴歸係數值為 0.386，
表示組織愈採用數位學習系統的意願愈高與努力期望愈高則更強化個體行為意

願。 

在行為意願變動量模式的預測中，組織層級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效

果，加入組織層級變項的調節效果時，殘差變異數由 0.203 減為 0.104(與個體和組

織層級變項的殘差變異數 0.104 數值相似，可參照表 8 所示)，殘差變異數減少之

比率為 0.488[(0.203-0.104/0.203)]，即組織因素可以解釋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組

織之間變異為 48.8％，表示加入組織層級直接效果與多層次調節變項對員工行為

意願平均變動量有著不錯的解釋力。 

在行為意願變動量模式的預測中，組織層級對員工行為意願變動量的影響效

果上，加入了績效期望、群體影響、配合情況之預測變項，以及組織系統化特性

和環境開放特性之調節效果時，殘差變異數由 0.393 減少為 0.244，且較個體與組

織層級直接效果的殘差變異數 0.231 數值降低(表 8)，殘差變異數減少之比率為

0.379[(0.393-0.244)/0.393]，即個體因素可以解釋行為意願的變動量，解釋變異量



增加了 37.9％，表示個體因素變項對員工行為意願平均變動量的解釋力有效提高。

方程式如下所示。 

Level-1 Model 
 Y = B0 + B1*(性別) + B2*(年齡) + B3*(經驗) + B4*(績效期望) + B5*(努力期

望) + B6*(群體影響) + R 
Level-2 Model 

 B0 = G00 + G01*(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 G02*(科技創新特性) + G03*(組織系

統化特性) + G04*(環境開放特性) + U0 
 B1 = G10  
 B2 = G20  
 B3 = G30  
 B4 = G40 + G41*(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 U4 
 B5 = G50 + G51*(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 U5 
 B6 = G60 + G61*(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 U6 
 B7 = G70 + G71*(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 U7 

表 11 多層次調節效果之檢驗 

假說  γ 係數 S.E. t 值 
平均截距( 00γ ) 3.749 0.060 62.275*** 
解釋變項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01γ ) 
      科技創新特性( 02γ ) 
      組織系統化特性( 03γ ) 
      環境開放特性( 04γ ) 

性別( 10γ ) 
      年齡( 20γ ) 
      經驗( 30γ ) 

0.480 
0.034 
0.185 
0.031 
-0.021 
0.010 
0.015 

0.142 
0.157 
0.201 
0.126 
0.037 
0.014 
0.016 

3.384** 
0.215 
0.920 
0.244 
-0.573 
0.752 
0.943 

績效期望( 40γ )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41γ ) 

0.450 
-0.059 

0.052 
0.283 

8.693*** 
-0.209 

努力期望( 50γ )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51γ ) 

0.175 
0.386 

0.038 
0.177 

4.621*** 
2.179* 

群體影響( 60γ )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61γ ) 

0.150 
0.355 

0.044 
0.223 

3.411 ** 
1.592 

變異成分分析 τ χ2 

組間 
差異 

( 00τ ) 
績效期望( 44τ ) 
努力期望( 55τ ) 
群體影響( 66τ ) 

0.104 
0.038 
0.004 
0.021 

 321.771*** 
57.508* 
29.823 
39.479 

 

組內差異( 2σ ) 0.244 
離異數(-2LL) 1338.592
估計參數個數 11

* p<.05  **p<.01  ***p<.001 

小結：由表 11 檢驗結果，得知 H1、H3、H4、H5、H6、H7、H8、H10 皆成立。

並將研究假設考驗匯整至表 12，亦可參考原始研究架構圖(圖 3 所示)。最後研究者



針對考驗無通過之假說加以修正，其修正後研究圖參考圖 4，進一步完成「創新擴

散通用模型與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的多層次模型」。 

 
 
 
 
 
 
 
 
 
 
 
 
 
註：個體層級控制變項：性別、年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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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原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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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修正後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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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研究假設考驗 

假設考驗 
原架構係數

(圖 2) 
修正後係數

(圖 3) 
成立

與否

組織層級    
H1  科技創新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有正向影響 0.442* 0.348* 成立 
H2  組織系統化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有正向影響 -0.246 -- 否 
H3  環境開放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有正向影響 0.408* 0.412* 成立 
H7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對個體行為意願有正向影響 0.480*** 0.480*** 成立 
個體層級    
H4  績效期望對個體行為意願有正向影響 0.450*** 0.450*** 成立 
H5  努力期望對個體行為意願有正向影響 0.175*** 0.175*** 成立 
H6  群體影響對個體行為意願有正向影響  0.150** 0.150** 成立 
中介效果    
H8-1 科技創新特性對行為意願的關係，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中介效果 0.212* 0.167* 成立 
H8-2 組織系統化特性對行為意願的關係，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中介效果 0.118 -- 否 
H8-3 環境特性對行為意願的關係，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中介效果 0.196* 0.198* 成立 
調節效果 
H9   績效期望對行為意願之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調節效果 
H10  努力期望對行為意願之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調節效果 
H11  群體影響對行為意願之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能發揮調節效果 

   
-0.059 
0.386* 
0.355 

-- 
0.386* 
-- 

否 
成立 
否 

伍、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企圖將組織層級以及個體層級的理論模型整合為多層次的理論架構。

本論文所蒐集資料的問卷包括創新擴散通用模型的組織量表、整合型科技接受模

式個體成員量表二大部份，其研究對象以導入數位學習之台灣企業為主。本章歸

納分析結果提出若干結論與建議，以供產業及學術等相關單位及未來研究之參

考。 

一、 研究結論 

(一) 組織因素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有直接影響：在科技創新特性以及環境特性皆

會直接正向的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就迴歸係數為分別 0.442 和 0.408，預測

精確性(R2)是 0.442，表示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有 44.2%是科技創新特性和環境特

性可以預測到，亦即數位學習愈具備科技創新特性、且外在環境特性接受度愈

高，其組織採用數位學習的決策行為的意願愈高。因此本研究發現，影響組織

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因素以外在因素為主，包括數位學習系統本身的條件、環境

特性，反而組織內部因素並非主要原因。 

(二) 個體因素對員工使用數位學習的行為意願有直接影響：在組織因素方面，組

織因素對個體行為意願皆無直接影響效果。然而在個體因素方面，績效期望、

努力期望與群體影響皆會直接正向的影響員工對於數位學習的行為意願。回顧

過去文獻，Wang 等人(2010)研究結果發現績效期望、努力期望及群體影響對行

為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相同。並回溯相關文獻(Lee et al., 2008; Ngai, Poon, and 
Chan, 2007；Ong, Lai, and Wang, 2004；Roca and Gange, 2008)等人的研究指出，



使用者若認為數位學習系統對學習或工作上是有幫助的，或是使用者個人認為

數位學習系統是容易使用的，則將增強使用者對於系統的使用意願。 

(三) 科技創新特性以及環境開放特性對個體行為意願之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會參生中介效果：雖然參考 Baron 與 Kenny(1986)的中介模型無通過考驗，但

變數與變數之間的直接效果均為顯著，「科技創新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

策」對「行為意願」之影響，以及「環境開放特性」對「創新科技採用決策」

對「行為意願」，因此本研究中介效果即可成立。故本研究說明科技創新特性

以及環境開放特性並不會直接影響到個體員工的行為意願，但會透過創新科

技採用決策而影響到行為意願。 

(四) 努力期望對行為意願之影響，創新科技採用決策具有正向調節效果：本研究

發現，創新科技採用決策正向調節了努力期望對行為意願之影響效果。表示

組織愈採用數位學習系統的意願愈高，再加上員工認為數位學習系統是容易

使用，則將更強化個人使用數位學習的使用意願。 

二、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論，本研究針對實務與後續研究提出以下建議，期望供組織

企業以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一)對實務上之建議 

1. 組織導入數位學習系統時，應妥善規劃以及做好前置作業：因科技創新特性與

環境特性會直接影響組織是否導入數位學習系統之決策，且科技創新特性與環

境特性亦會透過創新科技決策而影響到個體員工對數位學習行為意願之使用，

因此建議組織在導入數位學習系統工具時，皆應多瞭解外部環境分析，如在進

行決策時可輔以其他策略管理工具。 

2. 強化個體績效期望、努力期望和群體影響，以提升員工個人使用數位學習行為

意願。組織在設計數位學習工具系統時，應考慮到此工具是否能結合員工工作、

提升個體績效，以及數位學習系統工具是否容易操作使用，除了個人、組織內

他人，如同儕、主管是否皆有在使用數位學習系統工具，皆有助於促進學員使

用數位學習行為意願。 

3. 讓員工認知到組織創新科技決策，以提升員工個人使用數位學習行為意願。影

響學員使用數位學習行為意願因素不僅受個人認知影響(如個體績效期望、努力

期望、群體影響)，亦受到個人所屬環境組織因素影響，特別「創新科技決策」

亦是直接影響學員使用數位學習行為意願重要的組織層級因素。因此組織若想

增強員工使用數位學習行為意願，應讓員工認知到組織已導入數位學習系統工



具之決策，則能有效增進個體行為意願。 

4. 讓員工認知到組織創新科技決策，並配合員工個人努力期望，將強化人使用數

位學習行為意願。組織導入數位學習系統時，若欲加強員工個人行為意願使用

若同時強化努力期望，包括讓員工感受到數位學習工具的易用性、操作容易、

學習容易等，並讓員工認知到組織已導入數位學習系統工具之決策，則更有效

強化個體行為使用意願。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 採跨時點進行資料蒐集：本研究資料蒐集採單年度橫斷面為主，因此建議後

續研究能進行跨時點研究，如前因變數與依變數能有時間間隔蒐集，隔一年

度蒐集，但對於組織企業問卷發放本身就有其困難性，若再採用跨時點蒐集

其研究者應事先設想相關配套措施。 

2. 建立屬於數位學習等相關領域之大型資料庫：然而多層次模型可同時針對，

研究者所收集到一個以上的資料單位進行分析(例如，個體嵌套在組織，在個

人的反覆論證之下)。特別在數位學習領域，顯少研究使用配對樣本，主要原

因可能是樣本回收之困難與時間、成本之耗費，因此本研究在資料蒐集在此

領域有其重要性，其回收之大型資料庫可供後續研究人員進行次級資料分析，

提供數位學習理論之發展，強化未來在理論建立之基礎。 

3. 發展數位學習的多層次理論模型：林鉦棽(2005)亦提到，其實早到 1986 年許

多學者已持續提出脈絡層次因素的重要性，且研究者應正視其影響性，應以

跨層次(cross-level)分析觀點加以討論，但實徵研究以此角度回應跨層次研究

的呼籲又不多，特別在數位學習領域幾乎無(由本文研究動機蒐集相關文獻可

得知)。在其他領域相關研究對於總體模式亦無提出適切的理論基礎，僅有單

一變數在解釋總體層次，加上多層次組織理論的研究取向雖是研究方法典範

遷移的新趨勢，但組織的本質是階層巢套的系統。通常用於研究各種環境影

響個別差異的變化(Lyons and Sayer, 2005)。本文架構層級包括個體員工、總體

組織，建議後續研究可往產業層級或國家層級，加以深入建構其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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